
 

 

消费者对共享经济平台的技术信任：前因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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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为共享经济价值共创提供了支撑，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是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现

有研究对技术信任在促进消费者行为中的作用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社会物质性理论和信任传递理论，将消费

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分为功能型技术信任和治理型技术信任，结合现有研究强调的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探讨两

类技术信任对消费者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以打车 APP 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功能

型技术信任通过提供方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其价值共创行为，治理型技术信任则正向调节提供方能力信任与消费者反馈

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提供方情感信任与消费者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拓展了技术信任影响价

值共创行为的研究，细化了技术信任、人际信任与消费者价值共创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为共享平台企业的信任构建

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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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价值共创是共享经济情境下配置资源和提供服务的创新形式。在通过与陌生人交互实现价值共创

的过程中，消费者面临财产损失或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风险，这种风险感知阻碍了共享经济潜力的发

掘。由于共享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承担了交易组织者的角色，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成为促进陌

生人之间信任和价值共创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实践中，2016 年深圳顺风车司机杀害女教师的报道，以

及近期“滴滴打车变成滴滴打人”的事件，引发了各界对滴滴平台的舆论和行动讨伐，认为是共享平

台的过失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探讨共享经济平台技术信任对消费者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作

用，对共享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成为共享经济成功的基石。然而，现有研究对技术信任促进消费者

行为的作用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一方面，Mittendorf [1]发现，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信任能够直接促进

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和使用行为，但人际信任对使用行为意向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Whelan[2]也指

出，在共享经济情境下，消费者对平台监控的信任超越了对陌生人的信任，成为共享经济成功的重要

因素。另一方面，Pavlou 和 Gefen[3]指出，对信息中介的信任通过人际信任影响购买意向，Fang 等[4]指

出对信息技术构建的交易结构的感知有效性不会对重复购买意向产生直接影响作用，人际信任发挥了

主要的前因作用。因此，对技术信任影响价值共创行为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

系，需要展开深入探讨，以揭示这些结论不一致的原因。 
基于此，本文结合社会物质性理论、技术信任和信任传递理论，构建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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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影响其价值共创行为的研究框架，探究技术信任、人际信任与消费者价值共创行为之间的作用机

制。 

2  文献综述 

2.1  社会物质性理论与共享经济平台性质 

共享经济平台通过集成信息呈现、定位技术、支付技术和沟通技术等技术功能，构建了一个类似

于数字化组织的技术制品，为互不相识的供需双方提供服务。此时的共享平台不再被视为单一的技

术，而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与服务系统[5]。社会物质性理论指出，信息系统作为一种人工器物，能够将

社会关系物质化到具有物理属性的软件与数据结构中[6，7]，即把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封装在技术操作

序列中[8]，提供黑箱化的服务[9]。在用户与共享平台交互的过程中，界面设计元素引发的身份可识别

性感知、监控感知和行为评估感知能够增强用户对自身违规行为会遭到问责的感知，从而促使用户减

少潜在的不轨行为[10]。由此，信息技术充当了监督和制裁代理人的角色，发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

治理作用。 
信息技术的治理作用被认为不同于传统制度的治理作用[11]，是通过算法和操作序列来抑制用户的

机会主义行为[12]，减少了传统情境下对制度规则达成共识的要求[11]。技术运行不受外界环境影响，使

信息技术能够吸收制度规则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复杂度[11]。同时，信息技术对用户行为

的约束具有实时性，这来源于技术自动执行操作的特征[13]，可以利用算法生成的知识系统来执行或通

知决策，形成通过算法决策的管理方式。 
基于上述分析，共享平台以数字化形式发挥市场中介作用，一方面通过聚集闲置资源的供给和需

求，利用智能算法匹配供需双方，满足消费者即时性和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保障共

享双方避免遭受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损失[14]。Laurell 和 Sandström[15]对 Uber 用户的评论分析显示，共

享平台技术不仅被感知为一种技术创新，也被感知为一种制度创新。因此，共享平台技术同时具有技

术工具性和治理的作用，在提升交易实现效率的同时，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用户潜在机会主义行为

的约束。 

2.2  功能型技术信任与治理型技术信任 

相对于传统形式的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情境中交易的一次性、线上匹配和线下交易的组合性及使

用权交易的特质，使消费者面临更高水平的社会复杂度[16]。共享平台采用技术手段来降低引发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的信息不对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创建一个有效的共享环境[17]。技术信任成为共享经

济中的虚拟基础设施。 
现有研究对技术信任的探讨随着技术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Ratnasingam 和 Pavlou[18]首次提

出电子商务情境中的技术信任，将其定义为对交易基础设施和底层控制机制的信任，主要关注互联网

从物理层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如交易机密性、完整性、认证性和不可抵赖性等。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

及，技术信任研究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在应用层对交易或任务实现的支持。McKnight 等[19]分析对一项具

体技术的信任时，提出技术信任的功能性、有用性和可靠性三个维度，对应于人际信任的能力、正直

和善良维度。Li 等[20]分析消费者对购物网站的信任时，主要关注网站支持交易完成的功能以及技术功

能运行的可靠性。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所探讨的技术信任产生于用户与信息技术互动的二元交互结

构，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功能对具体任务实现的支持作用，而对信息技术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结构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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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作用缺乏深入探讨。 
结合前文对共享平台性质的解析，共享经济平台已从单纯的匹配服务发展到提供筛选、验证和管

理交易等多种服务的平台。在分析技术信任时，将共享平台视为单一功能技术，仅探讨技术辅助任务

完成的工具性作用，忽略共享平台作为复杂信息与服务系统所涉及的社会因素，会导致在共享经济情

境中对技术作用的研究受到局限[5]。因此，以共享平台为信任对象的技术信任研究，应同时考虑技术的

工具性作用和治理作用。 
由此，本文拓展 McKnight 等[19]对单项技术功能或单一维度的考虑，综合考查共享平台技术的工具

性和治理作用，将技术信任分为功能型技术信任和治理型技术信任[21，22]。功能型技术信任是指消费者

与共享平台直接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能够依赖可预测的技术操作过程促进交易成功的信念[6]。治理型技

术信任是指消费者依赖代表合法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的平台技术来界定和约束交易行为，提升服务提

供方行为的可预测性，以保障交易顺利开展的信念[23]。 

2.3  技术信任与人际信任 

传统上信任被描述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然而在共享经济情境中，价值共创至少需

要消费者、提供方和共享平台三方的参与[24]。消费者作为委托人，会同时委托两个代理对象：共享平

台和服务提供方。由于共享平台对提供方具有管理与约束作用，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从二

元关系延伸到三方结构[16]。在三方结构下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消费者同时产生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

和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 
两种类型信任之间会发生“信任转移”的过程[25]。Möhlmann 和 Geissinger[26]指出，对共享经济的信

任可能是一种分层构念，如果将平台视为一个提供服务的组织，那么就会产生对与之共享的人的信任，

从而实现不同信任实体之间的溢出效应。现有对技术信任与人际信任在影响消费者行为中的作用研究呈

现出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构建交易者之间的人际信任是共享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17]，对信

息技术构建的交易环境有效性感知增强或减弱人际信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Gefen 和 Pavlou[27]的研究强

调了电子商务情境中消费者对制度结构有效性的感知是信任和风险对交易行为产生影响的边界。Li 等[20]

考查了商家信任对网站信任与重复购买意向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指出技术信任补充了人际信任。Fang
等[4]研究发现，对制度机制有效性的感知并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重复购买意向，通过交易过程中获取一

手信息建立的卖家信任才是重复购买意向的重要前因变量。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共享经济的基础，

共享经济中的人际信任比其他在线交易情境显得更为重要，技术信任及对社会系统的信任处于信任圈的

外部边界[26]。 
另一方面，随着智能化的发展，有学者提出，互联网平台如共享平台的成功取决于消费者的技术

信任，而非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2]。Hong 和 Cho[28]研究发现，在线市场中对交易中介的信任而非对

个体卖家的信任，决定了消费者的行为。Ou 等[29]指出，通过对平台上嵌入的沟通技术的有效使用，消

费者感知到与卖家的互动和临场感，促进对卖家信任的产生，进而对重复购买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Mittendorf[1]研究显示，对 Uber 平台的信任能够显著促进消费者对司机的信任及对 Uber 的使用意向。

Whelan[2]也认为，消费者对平台监控的信任是共享经济成功的基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网络化三

种形式的监控，有助于促进陌生人的安全感知。如果对平台技术的信任减少，共享平台的成功将不复

存在。 
分析两种观点可以发现，技术信任在人际信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中分别发挥调节作用和前因作

用。当共享平台技术信任侧重于消费者对平台制定和实施的交易规则的有效性感知时，共享平台技术

成为交易环境的构建者，技术信任会起到促进或抑制人际信任对交易行为影响的调节作用。而当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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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技术信任侧重于共享平台作为供需双方沟通途径和支持交易实现的作用时，技术信任成为消费者

对提供方人际信任的前因变量，因为消费者对提供方是否值得信任的评价，取决于共享平台提供的数

字化信任线索[30]。由此可见，本文区分不同类型的共享经济平台技术信任，对深入和系统地探讨技术

信任在促进消费者价值共创行为中的作用具有理论意义。 
此外，现有研究对陌生人之间人际信任的考查主要侧重于对受信个体整体特征的探讨，通常采用

Mayer 等[31]对组织中人际信任的概念，用能力、正直和善良来测量消费者对提供方的信任。Li 等[20]认

为，使用这三个反映型指标来测量人际信任的话，只能得出人际信任的整体特征。因此，本文将消费

者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分为基于认知的能力信任和基于认同的情感信任[32]，进而探讨技术信任与人际

信任在影响消费者价值共创行为中的具体关系。 

2.4  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对共享经济情境下技术信任与人际信任之间关系探讨的不足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起

点。首先，在现有共享平台技术信任侧重于关注信息技术工具性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社会物质性

理论，将共享平台技术信任分为功能型技术信任和治理型技术信任，系统地揭示以共享平台为信任对

象的技术信任内涵，以及二者对人际信任和消费者行为的不同影响作用；其次，针对现有研究将人际

信任视为单维度构念进行分析的不足，本文将消费者对提供方的能力信任与情感信任进行区分，以揭

示共享经济情境下技术信任与人际信任在对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中的具体关系。 

3  研究模型与假设 

3.1  功能型技术信任与提供方信任 

消费者对平台技术的功能型技术信任为消费者判别提供方提供了参考依据。根据信任传递理论，

当消费者对陌生个体的值得信任性感知到较大不确定性时，通过信任的共享平台所提供的信息，会产

生对另一对象的信任，实现信任的传递过程[25]。功能型技术信任为消费者提供了对陌生个体产生依赖

的认知基础，平台技术功能设计通过信息线索的传递唤起消费者对提供方的积极信念[33]。 
Pavlou 和 Gefen[3]指出信任技术的消费者也会信任提供方，是因为感知到提供方与平台技术之间的

联系。Mittendorf[1]对 Uber 用户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 Uber 的信任会促进对司机的信任，Cohen 和

Sundararajan[34]也强调了人际信任形成的技术前因。消费者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包括两个维度，即基于

信息互动产生对提供方的能力信任和基于情感互动建立对提供方的情感信任[32]。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功能型技术信任对提供方的能力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H1b：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功能型技术信任对提供方的情感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3.2  提供方信任与价值共创行为 

参与价值共创的消费者在与共享平台和陌生人的交互中面临着不确定性。信任被认为是降低不确

定性的前提条件。根据理性行为理论，信任代表了消费者的积极态度，能够促进消费者的行为意向[3]。

由此，在共享经济情境下，作为一种不确定性降低机制，消费者对提供方进行评估以后产生的信任信

念，也成为参与价值共创的前因变量。Yi 和 Gong[35]指出消费者参与企业价值共创的行为可以分为参与

行为和公民行为，其中参与行为是指消费者表达自身诉求、搜寻产品相关信息等行为，而公民行为体

现为推荐行为、帮助行为和反馈行为。结合共享经济情境分析，本文选择持续使用共享平台的行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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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为参与行为体现，消费者的反馈行为意向，即积极反馈提供方的表现和绩效供平台管理以及其他

消费者参考，作为公民行为的表现[36]。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消费者对提供方的能力信任能够促进持续使用意向。 
H2b：消费者对提供方的情感信任能够促进持续使用意向。 
H2c：消费者对提供方的能力信任能够促进反馈行为意向。 
H2d：消费者对提供方的情感信任能够促进反馈行为意向。 

3.3  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共享经济的初始理念来源于传统社区中资源的无偿共享，社区成员之间的信息互动与情感互动所

产生的人际信任是共享的前提条件[37]。由此许多共享经济平台通过提供增强信任的信息线索，在陌生

人之间有效地建立信任，缓解复杂环境中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各方参与到价值共创中[26]。从

社会学视角来看，消费者的功能型技术信任来源于与平台技术的互动过程，在对提供方缺乏有意义的

信息、直接经验或情感联系的基础上，通过平台技术获取提供方知识，对提供方特征进行了解，产生

基于信息互动或情感互动的提供方人际信任。人际信任的产生触发消费者与平台互动的积极意向，即

价值共创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能力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3b：情感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3c：能力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反馈行为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3d：情感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反馈行为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4  治理型技术信任的调节作用 

当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治理型技术信任水平较高时，即消费者相信平台会通过技术手段来规范

提供方的行为，如通过制裁的威慑或奖金的鼓励来引导提供方行为，会激发消费者对提供方的信任，

尤其是对利用智能算法来量化管理的提供方能力的信任，更容易受到平台对机会主义行为约束程度

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共享平台通过追踪技术、语音提示和评论反馈等途径呈现平台的治理举措时，

消费者对提供方是否能够完成共享任务的信心就会增加，其参与动机会被强化。在共享经济应用中，

具有完善技术管理水平的共享平台会运用实时状态显示和固定的操作步骤为消费者描述对提供方进

行管理的确定性和即时性。当消费者感知到平台所传递出的价值主张时，会认为提供方技术能力和平

台技术的治理作用能够为其提供服务价值[24]。这种感知，不仅能促使消费者继续使用共享平台来获

取资源或服务，也能够让消费者愿意参与到共享情境的建设中去，积极地进行评论和反馈来共同管理

提供方。在治理型技术信任的促进下，对提供方完成任务能力的信任，会使消费者在使用共享平台过

程中的态度更加积极，并产生一定的忠诚度，能力信任对价值共创行为的正向作用得到强化。由此提

出以下假设。 
H4a：治理型技术信任正向调节能力信任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 
H4b：治理型技术信任正向调节能力信任与反馈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消费者对提供方的情感信任是消费者在认知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基于群体特征相似性产生的对提

供方的认同感[38]，这种认同感减少了消费者评估提供方是否值得信任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当情感信任

被消费者用于降低感知不确定性时，会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 
在共享经济情境下，情感信任对消费者行为的促进作用也受到消费者对技术治理作用感知的影

响。一方面，当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提供方行为的有效约束时，共享平台主动帮助消费者避开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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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伤害的行为，使消费者的感知风险降低到一个相对可控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情感信任促进交易关

系作用的重要性就会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在共享经济情境下，治理型技术信任用于减少消费者对共

享经济内在情境风险的感知[4]，当消费者对共享情境的信任已超过消费者采取行为所需的最低信任水平

时[39]，治理型技术信任就降低了情感信任作为一种风险降低机制对行为的影响。相反，当消费者对共

享平台技术的保障作用没有信心时，就会更大程度上依赖情感信任来缓解采取行为时所面临的风险感

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c：治理型技术信任负向调节情感信任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的关系。 
H4d：治理型技术信任负向调节情感信任与反馈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4  实证研究 

4.1  变量测量 

本文选择打车 APP 应用作为研究情境。打车 APP 应用解决了消费者的需求痛点，应用非常广泛，

是共享经济实践的代表；同时打车 APP 依赖智能算法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也是对技术应用感知较

为强烈的情境，因此其是探讨本文研究问题的合适情境。 
本文中测度变量的量表大部分借鉴国际顶级期刊文章采用的成熟量表。基于已有测量题项，一方

面根据打车 APP 应用的具体情境调整内容表述，另一方面邀请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对题项表述提出建

议，经过多次修改获得最终问卷。 
其中，功能型技术信任来源于 Vance 等[10]和 McKnight 等[19]的文章中对技术工具性作用的测量题

项，结合打车 APP 应用情境，用“这个 APP 的技术功能是可靠的”，“这个 APP 的功能模块是有用

的”，“这个 APP 的功能模块是足够的”，“这个 APP 提供了打车所需要的所有模块”来测量。治理

型技术信任参考 McKnight 等[19]和杨文君[21]的研究中对技术治理作用的考查，结合本文研究情境，用

“打车 APP 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司机乱收费的可能性”，“打车 APP 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司机绕路的可能

性”，“打车 APP 通过技术手段有效规范司机的服务态度”，“总体而言，打车 APP 通过技术手段强

化了对司机的管理”来测量。 
能力信任参考 Mayer 等[31]和 Lui[40]的论文，用“总体而言，我认为司机的驾驶技能都很专业”，

“我相信司机能够准确快速地将我送到目的地”，“我认为不用怀疑司机提供良好乘车体验的能

力”，“我认为司机的工作能力是可以信任的”来测量。情感信任来源于 McAllister[32]的文章，用“我

相信 APP 上的大部分司机都能服务周到”，“我相信 APP 上的大部分司机不会故意伤害乘客的利

益”，“我相信 APP 上的大部分司机是守信用的”，“APP 上的大部分司机是值得信任的”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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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使用意向来源于 Bhattacherjee[41]的研究，用“未来我还会用这个打车 APP 来打车”，“以后我会经

常用这个打车 APP 来打车”，“用这个 APP 打车一直会是我的出行选择之一”来测量。反馈行为意向

来源于 Yi 和 Gong[35]的研究，用“我会给在 APP 上遇到的每一位司机评分和评价”，“当 APP 平台回

访用户时，我会积极提供反馈意见”，“如果有提升服务的好想法，我会主动向 APP 平台反映”，

“当我使用 APP 遇到问题时，我会主动向 APP 平台反映”来测量。所有题项采用 Likert 5 分量表，受

访者选择 1~5 分来表达从非常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态度。 
此外，根据现有信任相关研究的结论，选取消费者的年龄、性别、学历、月收入水平和使用打车

APP 的频率作为控制变量。 

4.2  数据收集 

正式问卷借助专业在线问卷平台编辑成易于传播的形式，通过多种社交渠道进行扩散，发放时间为

2018 年3 月1 日到15 日，历时半个月，回收问卷513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464 份，有效问卷率为90.448%。

从有效样本的人口特征来看，性别方面女性用户占比较高（60.776%），年龄上主要分布在 23~30 岁

（39.224%）和 31~40 岁（35.560%）年龄段，学历上占比最高的是大专或本科（52.371%），其次是硕士

及以上（37.069%），月收入主要分布在 5 001~10 000 元（27.586%）、3 001~5 000 元（23.060%）和

10 000 元以上（20.259%）。具体样本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样本分布情况与现有共享经济用户画像分布是

一致的，如36Kr研究院2018年网约车用户调研报告显示，尽管网约车对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常用的出行方

式，但相对于男性用户，更多的女性用户将使用打车 APP 打车作为首选的出行方式。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描述 
特征 分类 数量 比例 特征 分类 数量 比例 

性别 

   

学历 

高中以下 15 3.233% 

男 182 39.224% 高中或中专 34 7.327% 

女 282 60.776% 大专或本科 243 52.371% 

年龄 

18 岁以下 7 1.509% 硕士及以上 172 37.069% 

18~22 岁 68 14.655% 

月收入 

1 000 元以下 70 15.086% 

23~30 岁 182 39.224% 1 000~3 000 元 65 14.009% 

31~40 岁 165 35.560% 3 001~5 000 元 107 23.060% 

41~50 岁 31 6.681% 5 001~10 000 元 128 27.586% 

50 岁以上 11 2.371% 10 000 元以上 94 20.259% 

5  研究结果 

5.1  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均属于消费者个体的感知或态度范畴，因

此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论产生误导。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除了在问卷设计过程中

尽可能选用现有成熟测量量表，并对测量题项的语言描述进行多轮修改，通过程序控制方法控制共同

方法偏差外，也从统计方法上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检验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依据检

验思路，对所有变量的题项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析出 6 个因子，共解释

了 65.402%的总方差，其中第一主成分解释了 17.602%，低于 20%，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研究不存在显

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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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分别采用 SPSS 20.0 和 MPLUS 软件对测量问卷进行可靠性检验

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可知，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均高于 0.800，表

明变量的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通过因子分析计算得到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大于 0.700，且在

p<0.001 水平下显著，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也都大于 0.800，表明变量具有良

好的收敛效度。 

表 2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构念 题项 因子载荷 T 值 CR Cronbach’s α 

功能型 
技术信任 

FUNC1 0.699 19.730 

0.834 0.822 
FUNC2 0.830 5.636 

FUNC3 0.784 6.741 

FUNC4 0.665 15.273 

治理型 
技术信任 

GOVN1 0.805 14.929 

0.896 0.862 
GOVN2 0.870 18.490 

GOVN3 0.846 14.815 

GOVN4 0.783 10.035 

能力信任 

CAP1 0.772 11.280 

0.888 0.866 
CAP2 0.874 12.978 

CAP3 0.811 14.222 

CAP4 0.805 13.883 

情感信任 

AFFE1 0.760 17.289 

0.902 0.927 
AFFE2 0.836 10.374 

AFFE3 0.875 17.926 

AFFE4 0.863 14.662 

持续使用 
意向 

CONT1 0.818 12.351 

0.828 0.827 CONT2 0.814 13.607 

CONT3 0.720 10.131 

反馈行为 
意向 

FEDB1 0.870 11.206 

0.891 0.863 
FEDB2 0.758 19.798 

FEDB3 0.770 12.229 

FEDB4 0.875 16.974 

为进一步检验各变量的区别效度，本文研究采用 MPLUS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各因子的平

均提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值平方根和因子间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如表 3 所示。结果

发现所有变量的 AVE 值平方根（对角线上的数字）都大于 0.500，且大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各

因子具有很好的区别效度。从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得出，测量量表适合展开对结构模型的检验。 

表 3  AVE 平方根及因子间相关系数矩阵（N=464） 
变量 FUNC GOVN CAP AFFE CONT FEDB 

FUNC 0.728      

GOVN 0.342 0.542     

CAP 0.563 0.413 0.759    

AFFE 0.379 0.407 0.329 0.515   

CONT 0.349 0.305 0.279 0.321 0.620  

FEDB 0.158 0.202 0.221 0.326 0.285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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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 MPLUS 软件对研究模型中的路径进行拟合检验，检验消费者对共享平台功能型技术信任

对提供方信任的影响作用，以及提供方信任对价值共创行为影响作用的大小及显著性，各路径系数标

准化估计值及统计显著性如表 4 所示。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假设 估计值 T 值 P 值 结论 

H1a：功能型技术信任→能力信任 0.762 28.207 0.000 支持 

H1b：功能型技术信任→情感信任 0.834 38.892 0.000 支持 

H2a：能力信任→持续使用意向 0.150 2.902 0.004 支持 

H2b：情感信任→持续使用意向 0.661 14.379 0.000 支持 

H2c：能力信任→反馈行为意向 0.284 5.021 0.000 支持 

H2d：情感信任→反馈行为意向 0.400 7.324 0.000 支持 

拟合指标 
2/df RMSEA CFI TLI SRMR 

2.516 0.057 0.940 0.928 0.044 

从 表 4 可 以 看 出 ， 模 型 拟 合 指 标 为 2/df=2.516 ， RMSEA=0.057 ， CFI=0.940 ， TLI=0.928 ，

SRMR=0.044，各拟合指标都处于推荐值范围内，表明本文提出的研究模型设定可以接受。标准化路径

系数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功能型技术信任显著促进消费者对提供方的能力信任（β=0.762，

p<0.001）和情感信任（β=0.834，p<0.001），假设H1a 和假设 H1b 得到支持，表明消费者对平台技术功

能的依赖和信任，能够促进消费者对司机认知上的深化和情感上的认同。其中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被

解释的方差分别为 0.608 和 0.724。 
消费者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能够显著促进参与价值共创的行为意向，表现为能力信任（β=0.150，

p<0.01）和情感信任（β=0.661，p<0.001）对持续使用意向的影响作用，以及能力信任（β=0.284，

p<0.001）和情感信任（β=0.400，p<0.001）对反馈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持续

使用意向和反馈行为意向被解释的方差分别为 0.650 和 0.485。由此，假设 H2a~假设 H2d 均得到验证，

表明了在共享经济情境下陌生个体之间的人际信任是价值共创的重要基础。 

5.3  提供方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消费者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价值共创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

Bootstrap 方法。相对于其他检验方法，Bootstrap 方法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放回抽样放松了对数据分布的

假设，被认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统计效力[42]。本文采用 MPLUS 软件提供的基于残差 Bootstrap 方法

进行 ML 估计，设置 Bootstrap 次数为 2 000 次，获得中介效应系数值、标准误和 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

上限。如果置信区间不包括 0，那么中介效应系数是显著的，如果包括 0 则表明不显著。结果得出对能

力信任和情感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持续使用意向和功能型技术信任→反馈行为意向中的中介效应

检验如表 5 所示。 

表 5  消费者对提供方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功能型技术信任→持续使用意向 功能型技术信任→反馈行为意向 

中介效应 S.E. 
95%置信区间 

中介效应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能力信任 0.120 0.054 −0.020 0.260 0.212 0.060 0.057 0.367 

情感信任 0.509 0.076 0.312 0.705 0.312 0.069 0.134 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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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中可以看出，情感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0.312，0.705）。能力信任（0.057，0.367）和情感信任（0.134，0.490）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反馈行

为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 H3b，H3c 和假设 H3d 得到验证。而能力信任在功能型技术信任与持

续使用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0.020，0.260），假设 H3a 没有得到支持。 

5.4  治理型技术信任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治理型技术信任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采用 MPLUS 软件中的潜调节结构（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LMS）方程法考查调节作用的大小与显著性。LMS 利用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提供了相对

无偏的估计值，是适用于检验潜变量调节作用的方法。在 LMS 检验结果中，如果调节项系数显著，就

代表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43]，反之则无。通过软件得到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治理型技术信任的调节作用检验 

调节项 
因变量 

持续使用意向 T 值 反馈行为意向 T 值 

能力信任×治理型技术信任 0.019 0.317 0.127** 2.085 

情感信任×治理型技术信任 −0.033** −1.963 0.057 0.366 

注：**表示 p<0.01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治理型技术信任对能力信任和反馈行为意向之间关系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

用，假设 H4b 得到支持，表明在促进消费者反馈行为意向中，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治理型技术信任能

够强化对提供方能力信任的影响作用，二者相互补充。而治理型技术信任对情感信任和持续使用意向

之间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 H4c 得到支持，表明在促进消费者持续使用共享平台的过程

中，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治理型技术信任会弱化情感信任的影响作用。检验结果也表明，假设 H4a 和

假设 H4d 没有获得数据支持。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基于社会物质性理论分析共享经济平台技术的性质，并结合现有技术信任研究将共享平

台技术信任分为功能型技术信任和治理型技术信任，通过构建两类技术信任分别作为前因变量和调节

变量的研究模型，探讨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与其价值共创行为之间的

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功能型技术信任通过能力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消费者的反馈

行为意向，通过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消费者的持续使用意向和反馈行为意向。这表明，消费者对

共享平台辅助完成共享过程的作用感知，分别通过对提供方提供服务的能力认知和情感认同，促进其

参与共享经济的意向。 
同时，在消费者对提供方的人际信任影响其价值共创行为的过程中，治理型技术信任正向调节能

力信任与反馈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表明消费者对平台技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作用的信念越强，对提

供方的能力信任越能够促进消费者积极参与对提供方的管理和共同创建良好共享环境的实践。治理型

技术信任对情感信任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表明对共享平台保障消费者权益的

感知越强，消费者依赖心理上的情感认同、参与风险承担行为的可能性越低。治理型技术信任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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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情感信任发挥影响的调节作用方向不同表明，其作为降低消费者使用共享平台时感知风险的重

要因素，对人际信任与消费者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会因人际信任来源的不同而有差异。 

6.2  理论意义 

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现有技术信任研究着重关注信息技术所具有的

技术功能辅助人类完成任务的功能性、有用性和可靠性[19]，对信息技术通过治理创造可靠交易环境作

用的关注相对不足[23]。本文基于共享平台作为复杂信息和服务系统的性质分析，将消费者对共享平台

的技术信任分为功能型技术信任和治理型技术信任，通过实证研究展现了两类技术信任在影响消费者

行为过程中所发挥的前因和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不仅解释了现有文献对技术信任与行为之间关系得出

不一致结论的原因[1，4]，深化了共享经济情境下技术信任在促进价值共创行为中发挥的多重作用，还拓

展了 Li 等[20]提出的技术信任补充人际信任的结论，对技术信任与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多样化提供了实

证证据。 
其次，本文将消费者对提供方的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进行区分，依据共享经济实践中消费者可与

提供方展开线上与线下交互，从而获取提供方是否值得信任的多维度信息的现实，深化了现有电子商

务信任研究中对卖家信任的分析。治理型技术信任对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与消费者行为关系不同方向

的调节作用，揭示了共享经济情境下能力信任与情感信任促进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创行为的机理差异，

以及二者发挥作用的边界差异。 

6.3  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以打车 APP 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实践具有一定启示。首先，消费者对共享平台技术

信任的不同来源，表明在通过技术界面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时，共享平台不仅要注重技术解决用户需求

的功能性作用，也要在平台设计时嵌入多种技术功能，如实时位置追踪、紧急求助和争议即时解决

等，使消费者感知到交易环境的可靠性。 
其次，在沟通有限的情境下难以建立情感信任时，共享平台应考虑增强技术手段使消费者相信平

台能够保障消费者获取良好服务的权益。一方面可以完善提供方的相关信息，如受到投诉的数量、被

处罚的次数等，使消费者能够判断提供方提供服务的能力，进而做出是否接受服务的决策；另一方

面，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对提供方的行为展开更严密的监管，如引入区块链技术管理提供方的声誉等措

施，使消费者产生通过共享平台获取服务是安全的感知。 

6.4  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聚焦于探讨消费者对共享平台的技术信任对其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

先，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的是截面数据，如果能获取消费者在多个时间点的态度和行为数据，对

技术信任、人际信任及消费者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将会更加准确；其次，本文选择打车 APP 作为

研究情境，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共享经济情境，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最后，社会信任水平是消费

者态度产生的背景，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消费者选择信任技术系统或陌生人的决策，因此，应

考虑社会信任水平对技术信任作用机制的影响。未来研究将从上述三方面进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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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 Technology Trust in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The Caus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 

XIE Kang，XIE Yongqin，XIAO Jinghua 
（Sun Yat-sen Business School，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value co-cre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Consumers’ 
technology trust in sharing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Existing literatures which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consumer behavior have got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sociomateriality theory，this study divides consumers’ technology trust into function-based and governance-based technology 
trust，and then explores the influence paths of two types of technology trust on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s，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interpersonal trust between strangers which has been emphasized in existing research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people who use the taxi-hailing app show that consumers’ function-based technology trust facilitates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s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provider，and governance-based technology trus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ence-based trust and feedback behavior inten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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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based trust and continue use intention. The results extend the researches which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trust on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s，elabor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chnology trust，interpersonal trust and 
human behaviors，which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ust building practices of sharing platform enterprises.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function-based technology trust，governance-based technology trust，governa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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